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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夷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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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里茶道”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媲美新世纪油气管道的近代中俄“世纪动脉”。梳理万里茶道从

供给侧原产地驱动的传统晋商万里茶道，转向供给侧产业生产驱动的近代万里茶道。本文针对万里茶道近代化的历

程，梳理这一转向蕴含着自然经济升级至商品经济、经济作物优先于粮食作物被纳入世界市场、盎格、鲁撒克逊治

下“和平”殖民主义的经济影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新思想政治话语再诠释

“武夷”到“武汉”间的万里茶道近代化转向历程，解读在国际大生产和世界市场结构性变革视域下的贸易变迁与

经济依附。 

【关键词】：万里茶道 武夷 武汉 世界市场 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TS971【文献标识码】A 

万里茶道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下三大贸易商品之一茶叶，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重要进程。从武夷到武汉的“换挡起

步”，以国内形势、国际市场和世界格局的“古今未有之大变局”，促成了万里茶道近代化转向。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政

策背景下，梳理万里茶道近代化进程，沿线城市探索生态经济助力新时代万里茶道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1 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历程 

万里茶道孕育于茶马互市，中原王朝与跨境民族存在着脉冲式的局部战争与边境贸易格局。除了边茶针对性互市以外，江

南产区茶产地自五代、宋朝开始成为商品经济的贸易商品，至明清时期与丝绸、陶瓷、南京棉（花）等商品共同成为跨国贸易

的重要商品。由于俄罗斯东进改变了东北亚格局，明清两朝的中原王朝对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格局发生改变，特别是有清

以来，清初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近代条约体系，获得俄罗斯对于清朝稳定蒙古高原局势的中立态度，同时安排

了北京互市、恰克图互市、祖鲁海图互市、尼布楚互市的四大贸易点，构建了中俄贸易平定准噶尔战后贸易格局。在东北亚地

缘政治安全与贸易格局调整后，交易集中于恰克图边贸榷场。清朝统治者乾隆评价恰克图边贸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并

且古代茶叶皮草贸易商路自福建武夷延伸至莫斯科，全程超过 4.5万里，路途漫长，史称“万里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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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古代部分是兴起于《恰克图互市条约》，中断于太平天国运动阻滞江南茶产区对晋商万里茶道的贸易商品供给。

晋商主导旅蒙输俄茶贸易，运用清政府对驻蒙军队提供军资运输的服务交换边境贸易市场茶叶贸易特许权“茶引”，依托市场

准入优势对江南产区茶原产地进行赊买、与山场联合经营，构筑足以供给长期贸易的稳定茶叶供给侧基础。 

万里茶道的近代部分是清朝对西方多国的《北京条约》体系，特别是英俄两国利用各自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利权，

依托长江经济带沿线上的开埠通商城市，进入武汉汉口截流收购茶青，整合羊楼洞、安化的两湖茶产业原材料，利用工业生产

相对于手工业生产的生产力优势在汉口争夺茶叶生产与转运的贸易利益。万里茶道的近代部分的终焉，在于英俄汉口争茶后，

英国淡出中国茶叶市场，转向开发锡金大吉岭地区、印度阿萨姆地区、斯里兰卡锡兰地区的新兴茶产地，俄国以在华砖茶厂、

西伯利亚铁路和贯通欧亚的远东舰队航运，维持万里茶道至十月革命终止。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突出表象是太平天国运动至北京条约期间，战争对于产地生产和商路运输的破坏。战后复苏并

未按照战前的贸易格局恢复，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内战使得国力削弱、对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外战辱国丧权。《北京条约》

体系下的国际茶贸易格局必然发生变化，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型成为必然。 

2 近代转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蕴含着自然经济逻辑向商品经济逻辑的思维转换，经济作物优先于粮食作物被纳入世界市场的国际因素，

还有全球茶叶生产供给侧的巨大变革。 

2.1思维转换 

中原王朝的军事安全压力来自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满清从白山黑水的中国东北入关控制中原建立新的王朝更是对

这一国家安全观有深刻的理解，满清与科尔沁等漠南蒙古势力形成满蒙联合，间接稳定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部落，并探索拓展

驻蒙军事存在以外的治理能力。经济战略成为和平红利下的可选项之一，同时满足驻蒙军事所需的物资需求并保障联通库伦、

乌里雅苏台等蒙古高原要地的交通通畅。不同于宋、明边境榷场茶马互市，贸易对象即是战争冲突情况下主要矛盾的利益矛盾

双方，清-蒙-俄的贸易格局是中俄在初步稳定的藩国蒙古边境，即新边疆上进行贸易，是以统战笼络蒙古王公并与阶段性盟友

俄国进行贸易，以一种“远交近攻”的姿态在进行多边安全重构。 

万里茶道的贸易首先基于对清朝对蒙驻军的军事存在的物资运输保障为前提，维持对藩国的安全管控。添加蒙古王公为参

与到边境贸易的参与方，部分边贸红利与税收成为对藩国控制辖区的经济支持，巩固蒙古王公在地统治基础。对俄输出茶叶的

换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皮草、金银器等。三者的多边关系构成近代东北亚关系的雏形。 

恰克图互市之外，终止北京互市、祖鲁海图互市、尼布楚互市的贸易，京城互市是来到北京的“朝贡贸易”模式，进入京

畿直隶地区。清政府基于传统的理藩外交传统，将进京朝贡视为一种荣誉，俄国显然不具备等同于朝鲜与琉球在东亚朝贡体系

中的地位，参照于葡萄牙人广州贸易的边贸形式，较为稳妥。同时祖鲁海图、尼布楚两地位于中国东北，距离关外满清龙兴之

地太近。满清入关后移民大量女真族人口，使得中国东北人口稀少，客观上造成政治真空，故而封禁东北。祖鲁海图、尼布楚

两互市榷场，其设立是两次中俄雅克萨之战所形成战略均势的结果。其废止也因处于中俄外兴安岭东北段边境沿线，又因人口

稀少缺乏贸易需求，且因交通不畅运输成本高起。故而，基于国家政治安全需求将贸易集中到恰克图。 

政治考量之外，不可忽略的是经济考量。自然经济存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贸易中的谈判力来源于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刚性

程度。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茶叶是肉食为主的人口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主要的最优选择，欧洲国家的饮茶需求

在工业革命之前以贵族奢侈品形式存在。虽然两者需求的原因不同，但是两者都呈现出强烈的需求刚性，而供给侧的茶叶生产

主要以江南产区的贸易茶为主。针对西藏贸易的雅州茶、川茶，并不属于贸易茶，而是中原王朝治理西藏的重要经济贸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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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国和葡萄牙所达成的英葡永久同盟关系，英葡在广州获取江南产区的茶叶货源，俄罗斯也在恰克图获取千里贩运而来的

江南产区的茶叶货源。故而，英俄争茶的利益冲突不局限于汉口争茶的局限，而是贯穿于 18世纪以来国际茶贸易全程。 

基于应对需求刚性与供给刚性的博弈，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唯一产茶国的独特优势，国内市场上征收茶叶税，

取消“茶引”的生产独占权，而控制贸易口岸，转而寻租并惜售在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独占权，促成以伍秉鉴为代表的广州十

三行成为广州英葡贸易的中方主要经营承办者，同时以晋商长裕川、大盛魁、榆次常家等晋商商帮成为恰克图对俄贸易的中方

主要经营承办者。中原王朝控制贸易口岸这一枢纽性的地缘优势，集中边贸的商品形成规模化的谈判力，获取供给侧压制需求

侧的超额利润优势，是生产处于自然经济条件，贸易监管水平提留在配额特许经营制度阶段的最优选择。 

英俄都曾经尝试打破中原王朝建立在自然经济逻辑上的最优解。俄罗斯在恰克图互市制造了三次贸易摩擦，清朝予以三次

关闭恰克图市场的贸易战回击，累计关闭恰克图市场 15 年（1762 至 1768、1778至 1780、1785至 1792年），间接促成茶（叶）

（大）黄制夷论的思想，即使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前期也秉持通过茶叶和大黄贸易来制衡红毛夷人和南蛮人的思

想认识。英国、荷兰也曾试图以取代葡澳或建设新贸易港作为新的对华贸易商站，这些军事手段都在中国和葡澳的军事对抗和

贸易回绝的政治合力下破产。西方要夺取恰克图和广州的茶叶边贸利益，症结夺取贸易门户，而在于击溃中原王朝的国家治理

体系与帝国控制能力。英国主导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福建的局部战争都不能够有效伤害中原王朝对外贸港和茶叶等商品

物资转运体系，而战争的结果是《江宁条约》，签署条约的地点恰恰是帝国的罩门与死穴。鸦片战争阶段英国于 1842 年 4 月至

1843 年 7 月驻军宁波，控制威胁整个中原王朝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动脉的南北物资转运、以长江水系为主动脉东西物资转运体系

的枢纽江宁。江宁江宁，长江不灵、国家不宁。国家水路物流网的失灵、外埠口岸的洋行争利、战争的生产破坏、战争赔款的

赋税增加，促使国内矛盾的激化，太平天国的起义内战和中原王朝对农民造反的暴力平定，破坏了中原王朝最富庶的经济作物

与粮食作物产区，中原王朝遭遇自然经济的粮食安全与商品经济的经济安全两大系统性国家治理风险同时爆发。 

故而，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农业封建帝国时期的中原王朝形成的国家安全观与其派生的制度安排，是千年来对外北方军

事威胁和对内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优配置，基于政治经济传统所做国家安全和经济规划的顶层设计，其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 

2.2农业封建帝国与农业帝国主义的竞争 

万里茶道为主的中俄茶贸易与十三行为代表的中茶贸易，在中原王朝国内区域内茶道沿线共同创造了茶叶繁荣。受益于国

际茶贸易带来了外贸稳定且不断增长的需求，江南产区以及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开始效法武夷小种红茶制作针对外贸需求导向的

红茶，而非针对国内需求导向的绿茶。清政府强化贸易口岸管理，活化茶叶经济作物生产与制作的策略，使得江南地区从粮食

作物转向经济作物，从宋代民谚称“苏湖熟天下足”,明清民谚“湖广熟天下足”，南京棉、生丝蚕桑与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推广，促成了苏湖、湖广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的农业转型，推动中原王朝的农业封建帝国格局达到最高峰。封建主义的优

势在于分封建制和郡县制治理结合，与士大夫共天下，中原王朝与农田、山地、草原等土地所有者进行直接管制或联合统治，

构成郡县制或藩王分封建制的形式，旨在“控制了土地所有者就控制了土地，控制了土地就控制了疆域”。在土地所有者的联

合基础上，保障粮食安全，并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出口土地产出品作为工业原料，在西方列强还不能

有效控制殖民地秩序与生产的阶段，中原王朝出口贸易农产品分享工业革命最初阶段对原材料垄断生产的超额利润。 

英国在控制宁波期间，派遣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赴武夷山盗取茶种茶树，以及聘用茶工赴印度进行种植推广，在大吉岭、

阿萨姆、锡兰等英属印度殖民地进行红茶生产。根源于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帝国军队对中国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旨在打破

中国茶叶垄断生产在供给侧的独占地位。英国本土在不断推进工业革命，但是英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体系，是将各殖民地

改造成专门生产单一原材料的产地，强化各殖民地对英帝国贸易体系的依附性，巩固英国殖民统治，英帝国以贸易利益结合殖

民地土邦的统治，获取非封建性权力的超然调停斡旋地位，英帝国殖民地治理的农业帝国主义政策客观上是强化依附性的、构

建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殖民地农产品与初级产品生产纳入全球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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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的帝国扩张在于探索农业生产利益最大化，针对毗邻的可耕种、可放牧的农业可用地，进行领土性郡县制直接管

辖与封建性册封藩国的间接管制。中原王朝核心领土的土地产出决定了帝国新边疆的治理半径。英帝国对海外领土非封建性的

兼并，是殖民地化的专门性初级产业的生产以贸易利益作为经济依附的诱因，建构殖民地国家政治上战略扈从的经济基础。宗

主国-殖民地间不剥夺土地所有权，而是剥削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产出所用于交换的利润，生产力优势所形成的工农“剪刀差”格

局就此形成，并贯穿于“盎格鲁-萨克逊治下的和平”殖民主义统治与后殖民主义的解殖运动，并不是放弃了军事干涉的暴力手

段，而是找到了比军事占领更加有效却罩上温和面纱的世界市场统合手段。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是中原王朝的自我弱化，与破碎而未瓦解的帝国局部疆域各种被裹挟卷入世界市场和国际大分

工的大格局中。传统农业封建帝国的优势堕入自然经济的窠臼，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以茶制夷的治理思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走

到尽头。 

2.3全球茶产业再分布 

万里茶道地理上途径闽、赣、湘、鄂、豫、晋、冀、蒙八省，沿线五省为茶产省。英国对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控制不断强化，

激起印度反英民族大起义。国际层面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反殖民斗争上其与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日本明治维新一起构成了亚洲革命风暴。印度国内层面，罗伯特·福琼从中国武夷带来的茶种在印度东北邦的试种成功并大规

模推广，不仅征用殖民地奴工，并且干涉当地土邦间的利益格局。激起印度大起义三大领导人昆瓦尔·辛格的反抗，其 70岁高

龄带领茶叶产区大吉岭南方比哈尔邦地区农民进行游击战争，一度切断加尔各答与贝拿勒斯间的交通线，战火延烧到印度中部

安得拉邦海德拉巴。国际茶贸易从武夷中国茶逐步转向英属印度殖民地提供贸易茶。生产格局促使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产业迁

移带来的“茶叶繁荣”引发利益格局变化、本地土邦统治利益和殖民地种植园奴工利益的难以调和，是英国暴力改造世界市场

格局和国际大生产分布格局的必然结果。 

万里茶道的茶叶生产从武夷转向武汉，两湖的羊落洞、安化成为更加靠近开埠通商城市汉口的茶叶产地，而武夷茶转向开

埠通商城市福州对接世界市场。南北两大边贸口岸广州和恰克图的特许贸易权被《北京条约》的武汉开埠改变，汉口成为原陆

上万里茶道和原海上万里茶道的长江经济带最接近江南产区核心的“九省通衢”贸易商站。 

英俄汉口争茶的本质是英国在英属印度二次控制殖民地并强化对殖民地生产的复苏阶段，对欧洲以及殖民地地区茶叶需求

旺盛的巨大供求缺口矛盾，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争取到不断增长的国际茶贸易优势，要求修改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允

许俄商与英商的洋行一同享受片面最惠国利益均沾的超国民待遇税收优惠。俄商洋行的贸易对手是晋商依然存在，未有近代银

行进入的中国，晋商商帮已经完成以钱庄为代表的近代金融化，而英商洋行贸易对手是十三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摊派

战争赔款等原因，以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已名存实亡。英国走“粤汉线”北上武汉，俄国急于地理上跨越恰克图互市的边贸

限制，贸易上超越以晋商商帮为代表的华商和英国洋行为代表的洋商这一竞争对手，武汉汉口成为，陆上海上两路“万里茶道”

在中国内水的利益交锋处。 

故而，万里茶道的近代转向，长期视角下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锡金大吉岭和印度阿萨姆的茶产区崛起，回归具体历史年鉴

切片，恰恰是英国调整殖民地原有农业生产格局的结果。英帝国以“工业英国农业印度”方式重塑殖民地贸易农业生产，印度

殖民地也成为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英帝国获得稳定且大规模的茶叶产地后，淡出中国茶产地。俄国夺取汉口争茶中对英商洋

行和对华商晋商商号的胜利，取得在华茶贸易的独占优势。 

3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的成就与挫折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是产茶转向制茶产业升级的供给侧生产变革，是国内自然经济生产格局与国际商品经济贸易格局的生

产力竞争结果，是中国自然经济结构以破碎区域形式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竞争。在国际茶贸易上，创造了汉口、福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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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茶港的“茶叶繁荣”奇迹。 

武汉的茶叶贸易在俄商占据优势后，从传统的陆上万里茶道转型为海陆结合的茶道，俄商通过义勇舰社（Russian Volunteer 

Fleet）开辟汉口—敖德萨定期航线直欧洲，抑或是汉口—天津登陆上岸经传统万里茶道对接上西伯利亚铁路。汉口成为江南产

区和华中产区重要的茶青集散中心和砖茶生产中心。上海则成为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的转口贸易集中地，逐步取代南京条约时代

的江宁，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出口贸易的南北—东西经济动脉的新枢纽。福州的茶叶贸易因 1883年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商帮与

洋商进行茶丝贸易战，第一阶段生丝贸易战联合华人茶商联合罢市升级为茶丝贸易战，第二阶段生丝贸易战造成徽商商帮的生

丝产业崩溃，第三阶段全国钱庄系统的金融系统性崩溃，第四阶段茶商受到贸易战波及受到重创，第五阶段引发中法战争，法

国对越南、中国台湾和福建进行军事侵略，对福州作为茶叶贸易港的地位和福建水师、船政学堂等进行毁灭性打击。三大茶港

走向被洋行控制或军事摧毁，同时经济上“茶业繁荣”并伴随产业近代化的离奇发展进程，以“在地原生政治瓦解-对外经济依

附-派生政治扈从附庸化”的“后殖民主义”政治规律得到理论性的统一与自洽。 

故而，中国自然经济阶段最重要的两大出口商品茶叶和生丝被洋商控制，中国自然经济的经济作物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也不

断下降，世界市场的生产再分布逐渐调整，洋商对华进口的需求刚性迅速下降，而中国的供给刚性也下降了，不再是世界市场

的唯一稳定的大宗农产品提供商。依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观点，英、印、中三角贸易在 1842 至 1862 年阶段，三角贸易发生

结构性动摇。 

中国的贸易地位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在被削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达 1%的鸦片上瘾人口引起大量白银外流，为弥补白银外流

损失而大量出口茶丝。1842年英国绝大多数茶叶进口来自中国，生丝进口来自中国的占 45%。万里茶道在近代转向的 19世纪 50

年代，印度出口激增，棉花、大米、靛青、亚麻仁、砂糖等工业原料和食料品的出口跃居前五名，贸易额也占据对英出口总量

的一半。19世纪 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也影响了北美对英国的原材料出口。在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下，英帝国在植物学、生物学

的博物科学指导下，将茶叶、橡胶、小麦、棉花、甘蔗等农产品在全球同纬度的相似土壤光热水气条件相似的地区，英帝国海

外殖民政策的“农业帝国主义”，加剧了殖民地国家的横向南南竞争，造成了殖民地各国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生产和初级产品生

产的依赖，破坏了各国国内产业经济升级和结构性调整的纵向升级，并且依据“制度派生”论，非革命性解殖运动不能清算宗

主国的在地利益，最终建构起来的后殖民地政府延续原宗主国经济政策，“后殖民主义”的经济依附性成为非西方后发国家复

兴或崛起的经济基础性的软性阻碍。“后殖民主义”的经济依赖却伴随政治独立的表象，在晚清历史阶段上表现为各地团练兴

起、地方士族区域性经济近代化和政治上东南互保。 

故而，万里茶道近代转向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就是传统农业国家被纳入世界市场派生近代转向的结果，无论原先的

政治形态是破碎的部落或土邦联盟，抑或是统一的国家或帝国被侵略逐步肢解。万里茶道近代转向的本质是，世界市场主导国

家利用传统农业封建帝国的政治优势，以农产品贸易战与军事侵略战争的经济软实力-军事硬实力的双重实力，以商养战、以战

促商的范式逐步完成对传统农业国家的殖民化。 

4 结语 

万里茶道近代转向呈现“从武夷到武汉”的历史表象，武夷茶以小种红茶为代表的种植与制法在国内茶道沿线产茶省和国

际同纬度气候带上的农业与技术扩散，武汉以汉口为代表的近代开埠通商港口作为江南茶产区的茶青集散中心和砖茶制茶中心，

整合长江经济带上的茶产业资源，融合恰克图与广州南北两口岸的贸易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依附洋行的国际贸易与金融部门

成为茶产业集群中心，内水地理优势直接作为陆地自贸港模式的雏形。新时代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反思近代世界市场的后殖民主义倾向的经济演变过程，解构世界市场发生学意义上的资源禀赋组合范式。有助于新时代以我为

主兼容并蓄地探索近代化过程中茶产业发展给予中国的在地优势，启发产业经济思维向生态经济思维现代转向下，构建茶产业

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农业化的全新历史定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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